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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逆全球化思潮的兴起使传统国际贸易理论面临挑战,也提出了

从理论上反思贸易和经济效率的关系的必要。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劳

动价值论和生产价格理论,本文在两国两部门的线性生产框架下分析了贸易分

工和社会效率的问题。 研究表明,在资本主导的国际自由贸易中,资本的逐利

运动在一定程度上会推动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但有时资本运动会面临“均衡困

境”,造成社会生产力无法充分发展、经济效率低下的情况,需要一个能够充分

协调各方利益的机构进行干预和调节。 这为国家对国际贸易活动的干预和调

节提供了一个理论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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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在当前,占据主流地位的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强调,如果各国按照比较优

势参与国际经济分工,实施自由贸易政策会给这些国家带来福利增进。 这一观

点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兴盛,不断强化,且服务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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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国家垄断资本按照自身利益构建世界经济体系的目的。 “帕累托效率”这个

概念处于新古典理论的核心位置,它也是自由贸易支持者的重要依据。 借助于

这一概念,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指出,当各国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在价格信号的引

导下自由地、不受管制地从事贸易活动时社会经济效率是最优的,即在不损害

任何人利益的前提下无法进一步改善社会福利。 那么,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

学的视角来看,无条件的贸易自由化真的可以实现社会经济效率的最优吗? 这

是本文所关注的问题。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有许多经典的、在技术上相当成熟的国际贸易理论,其

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赫克歇尔和俄林提出的要素禀赋论与斯托珀尔和萨缪尔

森提出的要素价格均等化理论。 虽然两个理论的侧重点有所区别,但都暗含了

一个观点,即认为以个体自由选择的方式来配置资源是有效率的。 新古典主义

经济学有其自由主义传统,由亚当·斯密提出的“看不见的手”为始,经济自由、
反对政府干预就成为大多数主流经济学学者的信条,瓦尔拉斯等人通过构建一

般均衡理论进一步强化了新古典的自由放任属性。 但是,这些理论不断受到其

他理论和现实情况的挑战。 在 20 世纪 60 年代发生的“剑桥资本争论”中,罗宾

逊夫人和斯拉法等人揭示了新古典理论的逻辑不一致性,迫使萨缪尔森等人承

认了新古典的内在缺陷(柳欣,2012;曹静,2011;Fratini,2019)。 在“资本争论”
的背景下,斯蒂德曼和梅特卡夫证明,一个国家并不一定在贸易中出口密集使

用本国相对丰裕要素的产品,进口密集使用本国相对稀缺要素的产品;相反,它
有可能出口密集使用本国相对稀缺要素的产品,进口密集使用本国相对丰裕要

素的产品(Steedman
 

and
 

Metcalfe,1977)。 梅因沃林在斯拉法体系内构建了一个

国际贸易分析框架,指出在一个国家的利润率较低时,自由贸易可能会使该国

经济受损(Mainwaring,1974)。 这与新古典宣扬的“自由贸易”所带来的好处大

相径庭。
近些年,逆全球化思潮的兴起和贸易摩擦的频发也向新古典贸易理论的政

策实践提出了挑战:如果自由贸易如新古典理论中所描述的那样对每个国家都

是有益的,那么人们何以站起来反对它,逆全球化的趋势为何无法被迅速遏制?
事实上,“逆全球化”的主要原因是全球化红利在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的分配出

现了问题(戴翔和张二震,2018;万广华和朱美华,2020;徐坚,2017),但西方的

自由主义者和新古典理论的拥护者将其政策的失败归咎于“自由主义精英忘记

了自由主义产生是为了对所有人的尊重”①,依旧坚定地宣称经济自由可以创造

最优的结果。

① 这句话出自《经济学人》杂志 2018 年 9 月刊发的“A
 

Manifesto
 

for
 

Renewing
 

Liberalism”,原文链接

https: / / www. economist. com / leaders / 2018 / 09 / 13 / a-manifesto-for-renewing-liber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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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对国际贸易中经济自由与效率的关系这一问题作出更加科学全面的

分析,正确地认识对外开放和以国内循环为主的辩证关系,本文遵循马克思主

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逻辑,在劳动价值论和生产价格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一

个国际贸易分析框架,分析了国际贸易中经济自由与效率之间的关系,并讨论

了其政策含义。 本文首先在价值和总量的层面分析了最优的贸易分工模式,在
价值和总量体系中我们选择的最优标准是在劳动投入量不变的前提下最大化

人均消费量。 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社会生产中占据

主导地位,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成为调节资本积累和动态的关键因素之一,因
此本文进一步在生产价格体系下分析了当资本以利润作为自身运动的目的时,
会形成怎样的贸易分工模式。 研究发现,在资本主导的国际贸易格局中,两国

最终采取的贸易分工模式很有可能偏离价值和总量体系下的最优贸易分工模

式,从而造成生产效率上的损失和社会总产品的减少。 这背后的原因是单个资

本在获得了均衡的利润率之后社会经济陷入了“均衡困境”,即使重新调整分工

模式对整个社会而言是有利的,但资本为了其自身阶级的利益也不会去破坏既

有的均衡模式。 根据本文的理论发现我们指出,国际贸易中合理的政府干预可

以同时实现提高经济效益和改善分配格局这两个目标,这为我国构建新发展格

局提供了经济层面的理论支撑。
余文安排如下:第二节在两国两部门的线性生产框架下,从劳动价值论出

发,以劳动价值和人均消费量作为标准,分析了最优的贸易分工模式和贸易带

来的贸易福利。 第三节在生产价格体系下分析了当社会经济在以利润为目的

的资本的主导下运动时所形成的均衡贸易分工模式,并讨论了它与劳动价值视

角下最优贸易分工模式的偏离,以及由此造成的社会生产力的不充分发展。 最后

是本文的启示。

二、
 

最优分工模式和贸易利得:劳动价值论的视角

本节首先设定了两国两部门的线性生产框架,从劳动价值论出发分析封闭

状态下两国的经济情况,包括单位产品包含的价值量、各产品的总产量以及人

均消费量;然后再分析开放后,两国应当采取的贸易分工模式,通过与封闭状态

进行对比,展示国际贸易和分工给两国带来的好处。

(一)
 

封闭状态下的价值体系和总量体系

存在两个国家,国家 A 和国家 B。 两个国家都可以生产两种商品,分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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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 1 和商品 2,商品 1 只作为生产资料,商品 2 既是生产资料也是生活资料。
首先是封闭状态下的价值体系,有:

KλK +lK =λK (1)

其中,矩阵 K=
k11 k12

k21 k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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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K 国的中间投入系数(K = A,B,下同),kij 表示在 K

国为了产出 1 单位 i 部门商品在生产中需要投入的 j 部门商品的数量;向量 lK =

lk1

lk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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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K 国的劳动投入系数,lki 表示在 K 国产出 1 单位 i 部门商品所需的劳动

量;向量 λK =
λk1

λk2

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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ê

ù

û

ú
ú
是 K 国商品的劳动价值,λki 表示 K 国生产的 1 单位商品 i 包

含的劳动量(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总和)。 根据式(1),可以得到商品价值与生

产技术之间的关系:
λK = I - K( ) -1·lK (2)

其中,I 是单位矩阵。 封闭状态下两国的商品价值量与生产技术之间的关系明

确后,我们来分析总量体系。 假定两国的劳动力总量为 NA 和 NB,人口增长率

为 0,并且两国的经济都处于简单再生产的状态①。 两国的总量体系可以表

示为:
xk1·k11 +xk2·k21 =xk1

xk1·k12 +xk2·k22 =xk2 -ck
xk1·lk1 +xk2·lk2 =NK

ì

î

í

ï
ï

ïï

(3)

其中,xki 表示 K 国一年内产出的商品 i 的总量;ck 表示 K 国每年用于居民消费

的商品 2 的总量(既有工人阶级的消费,也有资本家的消费)。 这个体系背后的

含义是:每个国家的劳动力总量有限,会被分别配置到两种商品的生产过程中,
最终生产所得商品 1 的总量必须足以满足生产商品 1 和商品 2 所需的中间投

入,商品 2 的总量除了满足生产过程的中间投入需求之外,还要有一部分供工

人和资本家消费。 给定一国的中间投入系数 kij、劳动投入系数 lki 和劳动力总

量 NK 后,可以根据方程组(3)求解得到该国两种商品的年生产总量(xk1 和 xk2 )
和居民消费总量(ck)。

为了更具体地对理论进行阐释,我们给出一个数值例子说明封闭状态下两

① 规定人口增长率为 0 和简单再生产只是为了简化运算和方便说明,我们在人口增长率为正且扩

大再生产的情况下得到了同样的结论。 在生产技术不变的前提下,人口增长率和扩大再生产的比率必须

相互匹配,因此人均产出并不会发生改变。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研究简单再生产的情况与研究扩大再

生产的情况没有区别。 这个思路与马克思研究再生产所采取的思路也是一致的。



自由贸易与经济效率 5　　　　

国的价值体系和总量体系。 设定 A 国的中间投入系数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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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总量 NB = 20。 由式(2)可求得两国的价值向量,A 国的

单位商品价值 λ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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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按照商品所包

含的价值进行交换,那么在 A 国,1 单位商品 1 可以交换
9
7
单位商品 2;在 B 国,

1 单位商品 1 交换
4
5
单位商品 2。 通过求解方程组(3),得到 A 国的总生产过

程,见表 1。

表 1　 封闭状态下 A 国的总生产过程

A1:商品 1 8 单位( ) +商品 2 4 单位( ) +劳动力 10 单位( ) →商品 1 20 单位( )

A2:商品 1 12 单位( ) +商品 2 12 单位( ) +劳动力 4 单位( ) →商品 2 32 单位( )

在封闭状态的 A 国中,10 单位劳动力在部门 1 就业,剩下的 4 单位劳动力

在部门 2 就业。 经济中总共产出 20 单位商品 1,它们全部作为中间投入品在生

产过程中被消耗;同时产出 32 单位商品 2,其中 16 单位是作为中间投入在生产

过程中被使用,剩下的 16 单位作为生活资料被工人和资本家消费。 同理可得 B
国的总生产过程,见表 2。

表 2　 封闭状态下 B 国的总生产过程

B1:商品 1 12 单位( ) +商品 2 8 单位( ) +劳动力 4 单位( ) →商品 1 28 单位( )

B2:商品 1 16 单位( ) +商品 2 8 单位( ) +劳动力 16 单位( ) →商品 2 40 单位( )

在封闭状态的 B 国中,4 单位劳动力在部门 1 就业,剩下的 16 单位劳动力

在部门 2 就业。 经济中总共产出 28 单位商品 1,它们全部作为中间投入被消



6　　　　 政治经济学季刊　 2022 年第 1 期

耗;同时产出 40 单位商品 2,其中有 16 单位是作为中间投入在生产过程中被使

用,剩下的 24 单位作为生活资料被工人和资本家消费。 至此,我们对封闭状态

下两国的价值体系和总量体系的讨论基本完成,下面讨论两国开放贸易后应当

采取的贸易分工模式,以及国际贸易和分工为两国带来的好处。

(二)
 

开放后的贸易分工模式和贸易利得

首先需要确定的问题是两国开展贸易后如何进行分工。 一个行之有效的

判断标准是在生产技术和劳动力总量都不变化的前提下最大化人均消费量。
这意味着两国人民通过贸易分工,在不投入更多劳动的同时,尽可能多地获得

消费资料。 这个标准符合人们希望通过贸易提高生活水平的愿望,也符合发展

社会生产力的目标。
由于劳动力数量是有限且不变的,求解最有效率的分工模式等同于两国在

两种商品生产过程中劳动力的配置问题。 用 na1、na2 分别表示分工后 A 国生产

商品 1、商品 2 的劳动力数量,用 nb1、nb2 分别表示 B 国生产商品 1、商品 2 的劳

动力数量,它们是最大化消费量问题的自变量。 由于之前假定人口增长率为 0,
因此最大化人均消费量等价于最大化总消费量。 经过整理,这个最大化问题可

以表述为:

max
 

c =
na2

la2

+
nb2

lb2

-
na1

la1
·a12 -

na2

la2
·a22 -

nb1

lb1
·b12 -

nb2

lb2
·b22 (4)

s. t.

na1

la1

+
nb1

lb1

-
na1

la1
·a11 -

na2

la2
·a21 -

nb1

lb1
·b11 -

nb2

lb2
·b21 ≥ 0

NA =na1 +na2

NB =nb1 +nb2

ì

î

í

ï
ïï

ï
ïï

(5)

　 　 式(4)中的最大化目标函数是可被用于消费的商品 2 的量,它等于两国商

品 2 的总产量减去生产中消耗的商品 2 的量。 约束条件有三个,第一个约束条

件描述了两国商品 1 的总产量不能低于生产过程中需消耗的商品 1 的量,第
二、三个约束是两国劳动力数量的约束。 通过求解这个最大化问题,我们得到

了如下结论。 第一,最有效率的分工模式不是两个国家都完全专业化,而是一

个国家进行完全专业化的同时另一个国家不进行专业化,继续生产两种商品,
具体由哪个国家生产一种产品、哪个国家生产两种产品与两国的生产技术和人

口规模有关。 第二,遵循最有效率的分工模式,两国居民的总消费量会增加。
根据本文所给例子中 A、B 两国的技术参数和人口规模,可以求得上述最大化问

题的解:na1 = 0,na2 = 14,nb1 = 12. 4,nb2 = 7. 6。 此时,A 国专业化生产商品 2,B 国

继续生产两种商品。 两国的总生产过程可以表示为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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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最大化人均消费量的分工模式下两国的总生产过程

A2:商品 1 42 单位( ) +商品 2 42 单位( ) +劳动力 14 单位( ) →商品 2 112 单位( )

B1:商品 1 37. 2 单位( ) +商品 2 24. 8 单位( ) +劳动力 12. 4 单位( ) →商品 1 86. 8 单位( )

B2:商品 1 7. 6 单位( ) +商品 2 3. 8 单位( ) +劳动力 7. 6 单位( ) →商品 2 19 单位( )

在这种分工模式下两国商品 1 的总产量为 86. 8 单位,封闭状态下两国商

品 1 产量的和为 48 单位(A 国 20 单位+B 国 28 单位)。 但无论是在封闭状态下

还是在开放贸易的状态下,商品 1 都作为中间投入品在生产过程中被消耗,所
以它的绝对产量对社会消费水平没有直接影响。 更为重要的是可供消费的商

品 2 的量的变化。 采取上述最优的贸易分工模式后,两国商品 2 的总产量为

131 单位(A 国 112 单位+B 国 19 单位),除去生产所需的 70. 6 单位(42+24. 8+
3. 8),还剩下 60. 4 单位供两国居民消费。 总消费量相比于封闭状态下的 40 单

位(A 国 16 单位+B 国 24 单位)多了 20. 4 单位。 显然,这种贸易分工模式改善

了生产效率,使两国在同样多的劳动投入的前提下,形成了更多的产出,提升了

居民的消费水平。
贸易分工所带来的社会生产力的改进也体现在商品包含的价值中。 在封

闭状态下,生产商品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由本国的生产技术或生产效率所

决定;在开放贸易进行国际分工之后,商品的社会化生产已经扩大到了国际范

围,商品价值形式表现为国际价值。 因此为了计算商品价值的变化,必须考虑

国际价值、考虑国际范围的总生产过程。 将最大化人均消费量的分工模式下两

国的生产过程加总,得到如表 4 所示的国际总生产过程。

表 4　 最大化人均消费量的分工模式下的国际总生产过程

部门 1:商品 1 37. 2 单位( ) +商品 2 24. 8 单位( ) +劳动力 12. 4 单位( ) →商品 1 86. 8 单位( )

部门 2:商品 1 49. 6 单位( ) +商品 2 45. 8 单位( ) +劳动力 21. 6 单位( ) →商品 2 131 单位( )

根据这个总生产过程,经过简单计算可以得到国际生产总过程的中间投入

系数和劳动投入系数,G =
0. 43 0. 29
0. 38 0. 35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lG =

0. 14
0. 16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它们表示了生产两种商

品的国际平均技术水平。 国际价值 λG = I-G( ) -1 ·lG =
0. 53
0. 56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 相较于封闭状

态下的 A 国的单位商品价值 λA =

9
8
7
8

é

ë

ê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
úú

和 B 国的单位商品价值 λB =

2
3
5
6

é

ë

ê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
úú

来说,

生产两种商品耗费的劳动量都大大减少了。 这是国际贸易提高社会生产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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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具体表现。
通过在两个国家、两种商品的线性生产框架下对价值体系和总量体系进行

讨论,本文得到两个基本的结论。 第一,最有效率的分工贸易模式是一个国家

专业化生产一种商品,另一个国家同时生产两种商品;具体到由哪个国家专业

化、专业化生产哪种商品,以及不专业化的国家每种商品的产量分别是多少这

些问题,则需要考虑两国的生产技术关系和人口规模。 第二,国际分工和贸易

能够提高两国整体的社会生产力。 从总量体系看,国际贸易提高了供居民消费

的商品量;从价值体系看,商品的国际价值低于封闭状态下两国国内价值的加

权平均水平,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缩短了。
到目前为止,我们认为两个国家应当采用最有效率的分工模式是能够最大

化居民平均消费量的分工模式。 这个标准似乎符合人们对于“最优”的朴素理

解。 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资本运动的根本目的并不是改善人们的消

费水平,而是利润。 那么资本逐利运动主导下所形成的贸易分工模式是否与

最优的贸易分工模式一致呢? 为了厘清这一问题,我们需要进入到生产价格

体系进行分析。

三、
  

生产价格视角下的分工模式与“均衡困境”

价值体系反映了商品经济时代商品所包含的社会劳动量,但生产价格体系

才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商品交换比例关系的抽象,它反映了资本追逐利润的

特性,也反映了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收入分配关系。 在生产价格体系下,本文

研究了国际贸易分工模式的决定机制,讨论了资本竞争主导的贸易分工模式与

劳动价值视角下的最优分工模式的区别以及由这种竞争造成的效率上的损失。

(一)
 

封闭状态下的生产价格体系

首先考虑封闭状态的一国经济,每个国家有两个生产部门,每个部门生产

一种商品, 分别是商品 1 和商品 2。 这两种商品的价格方程可以表示为

(Mainwaring,1974):
1 + r( ) k11p +k12( ) + wl1 = p

1 + r( ) k21p +k22( ) + wl2 = 1{ (6)

其中,r 表示统一的利润率, kij 是中间投入系数, li 是劳动投入系数。 p 表示 1
单位商品 1 的价格,以商品 2 作为计价单位,因此单位商品 2 的价格为 1。 w 表

示单位劳动获得的工资,它同样以商品 2 为计价单位。 在资本充分竞争的作用

下,两个部门的利润率保持统一,工资和价格在封闭经济内也是统一的。 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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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6),可以计算得到工资与利润之间的关系:

w = det I - vK( )

1 - vk11( ) l2 + vk12 l1
(7)

其中,v= 1+r,K 是生产系数矩阵 kij[ ] ,I 是单位矩阵。 由式(6)还可以得到相对

价格与利润之间的关系:

p =
1 - vk22( ) l1 + vk12 l2

1 - vk11( ) l2 + vk21 l1
(8)

　 　 根据上述分析,在生产价格体系下工资、利润率和价格三者之间的关系可

以用图 1 表示。 由于生产技术的不同,三者之间的关系可能呈现出不同的形

态,图 1(a)是工资—利润率曲线凹向原点、相对价格随利润率上升的情况,图 1
(b)是工资—利润率曲线凸向原点、相对价格随利润率下降的情况。

图 1　 生产价格体系下工资—利润率—价格关系的两种情况①

图 1 揭示了自由市场均衡的特征:首先,在均衡状态下,每个资本获得统一

的利润率。 其次,资本获得的利润率越高,工人获得的工资就会越低,相反,如
果利润率降低,那么工资就会提高,这反映了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在收入分

配过程中的利益冲突。 在这里,我们完全抛弃了新古典中以边际生产力为依据

的分配理论。 最后,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收入分配过程会影响商品的相对价

格,例如在图 1(a)中,当利润率上升、工资下降时,商品 1 相对于商品 2 的价格

p 会提高。

(二)
 

资本逐利运动下贸易分工的“均衡困境”

在商品同质的假定下,国际商品与服务贸易的直接动因是商品间的价格

差,资本家购买价格更低的中间投入品可以扩大利润空间。 举例来说,如果 A

① 笔者参考 Mainwaring(1974)中 Figure
 

1 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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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商品 1 的生产价格明显高于 B 国商品 1 的生产价格,同时 A 国商品 2 的生产

价格明显低于 B 国商品 2 的生产价格,那么开放贸易后,A 国的企业和消费者

会从 B 国购买商品 1,而 B 国的企业和消费者则会从 A 国购买商品 2。 当市场

上的供需关系发生这种变化,各个部门也会相应作出调整:供小于求的部门( A
国的部门 2 和 B 国的部门 1)会提高商品价格,企业利润增加,同时扩大生产规

模;供过于求的部门(A 国的部门 1 和 B 国的部门 2)会降低商品价格,企业利润

下降,一些企业不得不退出市场。
在这个过程中,两个国家逐渐建立起稳定的贸易分工关系,那么两国的分

工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呢? 在价值体系和总量体系的分析中本文指出,一国专业

化生产一种商品,同时另一国保持两种商品生产的贸易分工模式是最优的。 但

是,在以价格差为动力、以利润为目的的国际贸易过程中,最终的贸易分工模式

存在两种可能的情况。
第一种情况,两国的初始价格差很大,且这种差距持续存在,因此价格差不

断促使两国分工程度的深化,直至其中一个国家实现了专业化,另一国两个生

产部门的结构也稳定下来,无法再进一步深化分工。 这种情况对应了价值体系

和总量体系下最优的贸易分工模式。 第二种情况,两国的价格差较小,或者持

续的时间较短,在一国实现专业化之前,两国的相对价格因为各部门之间供求

关系和分配关系的调整而趋于一致,此时即使两个国家都还继续生产两种商

品,分工也不会再深化,而是相对稳定地保持不完全分工状态。 我们称这种情

况为“均衡困境”。 图 2 展示了两国相对价格的位置关系,我们结合这两幅图像

来说明贸易分工模式的两种可能情况。

图 2　 A 国和 B 国相对价格的位置关系

图 2 中的曲线 p-r( ) A 和 p-r( ) B 分别表示 A 国和 B 国未实现专业化时的价

格—利润率曲线。 图 2(a)对应第一种情况,两国的价格取值范围没有重合的

区域。 因此,当两国都没有实现专业化时,均衡状态下的价格差会持续存在,在
A 国商品 2 相对更便宜,在 B 国商品 1 相对更便宜。 这种价格差不断推动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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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与分工的发展,A 国将更多的资本和劳动力转移到部门 2,扩大部门 2 的生

产规模,B 国将更多的资本和劳动力转移到部门 1,扩大部门 1 的生产规模,直
至其中一个国家实现了专业化,分工无法再继续深化。 图 2( b)既有可能对应

第二种情况,也有可能对应第一种情况。 在图 2(b)中,A 国和 B 国的相对价格

取值范围有重合的区域,当价格 p 位于 pa(min) 和 pb(max) 之间时,它同时满足两国

的价格—利润率曲线。 封闭状态下 A 国的相对价格 pa 高于 B 国的相对价格

pb,因此在开放贸易后同样是 A 国更多地生产并出口商品 2、进口商品 1,B 国更

多地生产并出口商品 1、进口商品 2。 随着贸易和分工的发展,两国的生产价格

也在不断地调整,当两国的价格调整到了同一水平,那么经济系统就会实现新

的均衡。 此时,即使两个国家都没有实现专业化,分工也不会再继续深化,这对

应了第二种情况。 但如果两国的相对价格由于某些原因难以调整到同一水平,
价格差始终存在,那么国际贸易和分工就会像第一种情况那样不断深化,直至

其中一个国家实现专业化。
本文在第二节所给出的数值例子对应的是图 2(b)的情况,即两个国家的

相对价格取值范围有重合。 通过计算可得,A 国相对价格范围为 0. 76,1. 29[ ] ,
B 国相对价格范围为 0. 8,1. 18[ ] ,B 国的范围是 A 国范围的子集,因此所有位

于 0. 8,1. 18[ ] 这个区间的价格 p 都可以成为两国生产价格体系的有经济意义

的解,这也就意味着它们有可能落入“均衡困境”。 假设在封闭状态下,A 国的

价格 pa = 1. 1,B 国的价格 pb = 0. 9,开放后 A 国扩大商品 2 生产规模、缩小商品

1 生产规模,B 国扩大商品 1 生产规模、缩小商品 2 生产规模。 在生产规模调整

的过程中,两国商品价格也逐渐调整,受到供求关系变动的影响,A 国商品 1 相

对于商品 2 降价,B 国商品 1 相对于商品 2 升价。 当商品价格趋于一致后,两个

国家就失去了深化贸易分工的动力,经济会实现新的均衡。 表 5 展示了新均衡

下一种可能的分工模式。

表 5　 “均衡困境”下两国的总生产过程

A1:商品 1 4 单位( ) +商品 2 2 单位( ) +劳动力 5 单位( ) →商品 1 10 单位( )

A2:商品 1 27 单位( ) +商品 2 27 单位( ) +劳动力 9 单位( ) →商品 2 72 单位( )

B1:商品 1 24. 6 单位( ) +商品 2 16. 4 单位( ) +劳动力 8. 2 单位( ) →商品 1 57. 4 单位( )

B2:商品 1 11. 8 单位( ) +商品 2 5. 9 单位( ) +劳动力 11. 8 单位( ) →商品 2 29. 5 单位( )

通过与封闭状态下 A 国和 B 国的总生产过程(表 1 和表 2)比较,两个国家

的生产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在 A 国,有 5 单位劳动力从部门 1 转移到了部

门 2,部门 1 的生产规模缩小了 1 倍;在 B 国,有 4. 2 单位劳动力从部门 2 转移

到了部门 1,部门 2 的生产规模变为原来的约
3
4

。 价格差促使两国在两种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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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产过程中分工,A 国生产更多商品 2,B 国生产更多商品 1。 但是,与劳动价

值视角下的最优贸易分工模式(表 3)相比,两国的分工还不够彻底:A 国生产商

品 2 的劳动力为 9 单位,B 国生产商品 1 的劳动力为 8. 2 单位,而在最优贸易分

工模式下,A 国的 14 单位劳动力全部都投入到商品 2 的生产中,B 国有 12. 4 单

位劳动力生产商品 1。 这是因为在达到最优分工模式前两国的相对价格一致

了,不存在价格差驱动分工进一步深化。
“均衡困境”的影响除了体现在贸易分工深度上之外,更关键的是还体现在

两国居民的消费水平上。 此时,两国生产的商品 2 的总量为 101. 5 单位,其中

有 51. 3 单位作为中间投入品被消耗,因此可供两国居民消费的商品 2 的量为

50. 2 单位。 根据第二节在劳动价值视角下的分析,最优贸易分工模式下可供两

国居民消费的商品 2 的量为 60. 4 单位,相比之下,在资本逐利运动推动形成的

新均衡状态下居民的总消费量减少了 10. 2 单位。 为了了解各个国家居民的消

费水平是如何变化的,我们需要进一步讨论两国的商品交换过程。
新均衡状态下(即“均衡困境”状态下),A 国从 B 国进口商品 1,由于商品 1

只是中间投入品,因此 A 国从 B 国进口的量只需要弥补生产资料的缺口部分即

可,A 国生产了 10 单位商品 1,但是需要消耗 31 单位商品 1,因此需要从 B 国进

口 21 单位商品 1。 通过假定新均衡下的国际相对价格 pI = 1(这个价格小于封

闭状态下 A 国相对价格 pa = 1. 1,大于封闭状态下 B 国相对价格 pb = 0. 9),得到

商品 1 和商品 2 的交换比率为 1 ∶ 1,所以当 A 国从 B 国进口 21 单位商品 1 时,
A 国失去 21 单位商品 2,B 国从 A 国获得这 21 单位商品 2。 因此,A 国部门 2
生产的 72 单位产品中 21 单位出口到 B 国,29 单位供本国生产使用,最终剩余

供本国居民消费的商品 2 为 22 单位;B 国部门 2 虽然只生产了 29. 5 单位产品,
但是通过贸易进口了 21 单位商品 2,除去生产过程中消耗的 22. 3 单位,最终剩

余 28. 2 单位商品 2 供本国居民消费。 在最优分工贸易模式下,依旧假定国际

相对价格为 1,由表 3 可知,此时 A 国需要从 B 国进口的商品 1 的量为 42 单位,
因此 B 国也可以从 A 国得到 42 单位商品 2。 扣除生产的中间投入消耗,最终供

A 国和 B 国消费的商品 2 的数量分别为 28 单位和 32. 4 单位。 借助于图 3 和

图 4,本文清晰地展示了封闭状态、“均衡困境”、最优贸易分工模式三种不同状

态下两国的消费、生产和贸易情况。
由图 3 和图 4 中可以看出,从封闭状态到“均衡困境”,再到最优的贸易分

工模式,A、B 两国有以下几个突出特征:第一,总消费量不断提高,由于两国人

口数量不变,因此人均消费量也不断提高;第二,国际分工不断深化,从各部门

的劳动力数量变化情况来看,A 国更加专注于商品 1 的生产,B 国更加专注于商

品 2 的生产;第三,两国的贸易依存度提高。 以总消费量(或者人均消费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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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A 国三种状态下的消费、生产和贸易情况

图 4　 B 国三种状态下的消费、生产和贸易情况

为衡量效率的标准,我们可以得到一个这样的结论:最优贸易分工模式的效率>
“均衡困境”的效率>封闭状态的效率。

对比封闭状态和“均衡困境”下两国的生产和消费量情况,我们发现贸易在

促进两国社会生产力以分工形式发展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自由贸易确实提升

了经济效率。 但是,这种效率是新古典所宣称的帕累托最优吗? 从图中可以得

到一个清晰的结论,落入“均衡困境”的自由贸易模式,其经济效率低于最优贸

易分工模式的经济效率,虽然自由贸易改善了 A、B 两国的消费水平,但还存在

继续改进的空间。 如果分工继续深化,那么生产商品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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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缩短,供居民消费的商品总量会增加。 虽然贸易活动是自由、自发的,但是由

于经济系统已经达到了新的均衡状态,因此国际贸易和分工不会继续深化,社
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和消费总量的增加都不会发生。 两国的贸易和分工因

均衡而保持在一个非帕累托最优的状态,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福利都没有实现最

大化。 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社会经济会面临“均衡困境”,这是因为在经济

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资本,其运动的目的是利润,经济效率的衡量基准是价格而

不是价值,从而导致社会生产力无法被客观地衡量,更无法充分地发展。

四、
 

结论与启示

本文遵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逻辑,重新探究了自由贸易与经济

效率之间的关系。 在一个两国两部门的线性生产框架内,本文在控制劳动力投

入的前提下,以消费量作为标准,对比了三种不同经济状态的效率。 这三种状

态分别是封闭经济状态、劳动价值论视角下的最优贸易分工状态和由资本逐利

驱动的自由贸易均衡状态。 通过理论上的分析,并借助于一个数值例子,本文

说明了自由贸易并不一定代表最优的经济效率,它还存在向最优贸易分工模式

改进的空间。 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如果利润率被平均化且两国之间不存在

价格差,那么经济就会达到均衡状态,从而可能落入“均衡困境”之中。 这种困

境意味着即使打破均衡会提高整个经济的效率,但是对于单个资本而言,它们

也没有任何动力去改变现状。 在这种情况下,自由贸易无法充分激发社会生产

的潜能,无法使经济效率最优化。
本文的研究有以下几方面的理论和现实启示。 第一,批判性地看待西方主

流的、传统的经济理论中对于经济自由化的论述。 长期以来,许多学者都在强

调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功能,主流经济理论曾竭力求证自由市场能够使社

会福利最大化(著名的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但我们需要反思这些理论所采用

的假设条件是否与现实相契合。 在本文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框架中,
我们采用了有别于新古典理论的抽象假定来研究自由贸易的经济效率问题,进
而得到了与新古典不一样的结论,即自由贸易在配置资源方面的效率并不一定

是最优的,在自由贸易的基础上依旧存在改进的空间。
第二,在国际经济分工中要处理好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发挥政府的积极作

用。 一方面,我们需要重视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起到的积极作用,给予各个经

济主体自由选择的空间在一定程度上会促进经济效率的提升。 因为即便是在

从封闭状态到“均衡困境”的过程中,自由贸易也改进了社会福利。 但另一方

面,仅仅依靠自由市场是无法将社会生产力充分释放的,政府之间积极的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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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将可能促使国际贸易从“均衡困境”逐渐走向最优贸易分工模式,进一步提

高经济效益。
第三,大力推进产业升级转型,打造我国的技术比较优势,使中国更好地融

入世界经济,助力全球经济复苏和发展,实现国际大循环与国内大循环的相互

促进。 根据本文的分析,伴随国家之间产业分工深化的是两国生产力的释放和

消费水平的提高。 而分工生产的物质基础是各国在生产技术上的比较优势,并
且当这种比较优势越明显,分工和贸易所产生的好处会越大。 因此,在当前逆

全球化思潮对世界经济和贸易的发展造成威胁的情况下,中国必须通过产业转

型升级来打造技术比较优势。 在此基础上,积极地融入世界经济中,做大全球

贸易和分工的蛋糕,让更多人享受到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福利,让更多国家敢于

并乐于参与进来。 这是一个实现双赢的过程,一方面,中国通过积极的外贸和

投资政策助力全球经济的复苏和发展,且技术和生产力的区域性突破很可能成

为全球经济新一轮的增长点;另一方面,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将发挥更加重要

的作用,这有利于我国推进更高水平的“引进来”和“走出去”,从而使国际大循

环更加畅通,实现国内大循环和国际大循环的相互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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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ising
 

trend
 

of
 

de-globalization
 

makes
 

the
 

traditional
 

international
 

trade
 

theories
 

face
 

challenges.
 

Based
 

on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ter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free
 

trade
 

and
 

economic
 

efficiency
 

in
 

international
 

trade.
 

According
 

to
 

the
 

labor
 

theory
 

of
 

value
 

and
 

the
 

theory
 

of
 

production
 

pric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fficiency
 

of
 

trade
  

division
 

within
 

the
 

linear
 

production
 

framework
 

of
 

two
 

sectors
 

in
 

two
 

different
 

countries.
 

This
 

paper
 

shows
 

that
 

in
 

a
 

free
 

trade
 

that
 

is
 

dominated
 

by
 

capital,
 

the
 

profit-seeking
 

nature
 

of
 

capital
 

will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social
 

productivity
 

to
 

some
 

extent.
 

But
 

sometimes
 

the
 

movement
 

of
 

capital
 

faces
 

the
 

“equilibrium
 

dilemma”,
 

resulting
 

in
 

the
 

situation
 

that
 

social
 

productivity
 

cannot
 

fully
 

develop
 

and
 

economic
 

efficiency
 

is
 

low.
 

This
 

requires
 

the
 

intervention
 

of
 

an
 

institution
 

that
 

can
 

fully
 

coordinate
 

the
 

interests
 

of
 

all
 

parties.
 

This
 

insight
 

provides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state
 

intervention
 

and
 

regulation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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